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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提出产业转型升级
的口号，并纷纷建立各种名目的科技产业创业
园区，出台各种吸引高新科技公司和人才的优
惠措施，但各地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水平却呈
现出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原因，
并非全由产业政策的不同所造成。事实上，面
对高新技术产业上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各地
所出台的吸引高新技术公司和人才的政策优惠
出现了趋同现象。当然，除了产业政策，区位
因素也可能是造成高新科技产业差异的一个原
因。但同处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和东莞，在高新
技术产品产值上却呈现出巨大差异，这足以说
明，仅仅用传统的政策优惠和区位等因素，来
解释人才和高新科技产业的流动趋势，已难以
令人信服。

在当代社会，居民作为消费者，不但重视
对具体的物品和服务的消费，而且越来越把地
方作为一个整体性产品来消费；这种把地方作
为一个整体性消费品来进行选择的消费偏好和
价值观念，就是地方偏好 (用学术语言来表
达，就是“地方消费主义”)。而一个地方作
为整体性消费品的质量(即：地方质量)，不但
取决于舒适物的数量与水平，而且取决于舒适
物与反舒适物的比例关系。人才的地方偏好构
成了一个地方或城市产业升级换代的重要影响
因素之一。

一个城市的质量，取决于地

方“舒适物”的数量和水平，以

及与“反舒适物”的比例关系

过去，消费单位往往被界定为个体或家
庭，这种界定符合私人消费的情况，但许多消
费过程是不能以个体或家庭为消费单位(或消
费预算单位)的。例如，自来水、管道煤气、
电力、电视、广播、文艺演出、医院、学校、
公园、公共交通、环境质量、垃圾处理、社会
福利与社会保障等等，只能以社区、城市，甚
至以全国为消费单位。这一类超越个体或家庭
消费单位的消费，就是“集体消费”。集体消
费的存在，意味着更大范围的消费单位的存
在，如：社区、城市与国家。伴随着消费单位
的扩大，消费者的消费层级也提高到更高的层
次；更高的消费层级意味着消费对象的范围扩
大，即：从具体的物品消费上升到对一个地方
或城市之整体的消费。这种对更高层级或更大
范围的消费对象的价值偏好和相应的价格支付
意愿，可以称为“地方消费主义”。

一个地方消费品质量的高低，可以根据居
住其中的居民是否总体上感到舒适来判定。而
居民的舒适感觉，是有着明确的、具体的、可
分析的来源的。既然这种来源明确的东西引起
居民舒适的感觉，那么，这些东西就可以称为
“舒适物”。在此意义上，地方消费品的主要
内容，就是各种舒适物的组合，即舒适物系
统。由此出发，地方消费品质量的高低，可以
分别从两个方面来判断：一方面，舒适物种类
的多寡及其等级的高低；另一方面，反舒适物
与舒适物的比例。

什么是舒适物呢？简单地说，舒适物是各
种使人感到舒适、愉悦、快乐、满意的事物。
在早期，学者们主要把舒适物界定为气候、阳
光、地貌等令人舒适的自然地理条件。但是随

后学者发现，仅有自然舒适物，往往只吸引退
休人群，而不足以吸引其他年龄群体。由此，
一些学者进一步对舒适物进行了分类。基于他
们的观点，我们可以把舒适物分为以下类型：
自然舒适物(宜人的气候、气温和湿度、空气
质量、冬季日照状况、临近江、河、湖、海等
水域、地形地貌的景观、森林与草地等)、人
造舒适物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电力、自来
水、管道煤气等生活基础设施、城市建筑的风
格与格局、学校、医院、历史古迹与遗产、博
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音乐厅等文化设施与
服务、体育场馆与设施等)、市场消费舒适物
(商业服务网点、品牌店、街道生活气息、餐
馆、咖啡屋、酒吧、茶楼、电影院等风格化消
费设施与服务、商业化娱乐场所与服务、互联
网等信息基础设施等)、社会舒适物(宽容与包
容、当地公民素质、低犯罪率、地方政府的服
务与作风、多元性、官方语言的普及程度
等)。与舒适物相反的就是反舒适物，即使人
感到不舒适或难受的事物(如恶劣的气候、垃
圾场、高犯罪率、交通堵塞、空气污染、环境
嘈杂等)。

知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对

“舒适物”的要求更高，城市必

须接受他们的“用脚投票”

舒适物系统决定了一个地方或城市的宜居
性、舒适性与享乐性。对于居民来说，居住地
不但具有工具性功能(工作、创业)，而且具有
自目的性功能(如生活性享乐与愉悦)。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现代人对居住地的选择，越来
越看重其自目的性功能(享乐)，而不仅仅是工
具性功能(工作)。这一变化，揭示了人们的消
费观念从物品消费主义上升到地方消费主义。
在过去，人们的消费享乐更多地来源于对一个
个具体的物品或服务的消费，如：住房、汽
车、餐饮、奢侈品、电影等。今天，人们的消
费享乐的来源除了这些具体的物品或服务，还
扩展到更大范围的对象，即一个承载了舒适物
系统(包括自然舒适物、人造舒适物、社会-文
化舒适物等)的整体性的地方。随着人们越来
越把地方或城市之整体当作消费对象(即：扩
大的消费品)，人们就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在高

舒适物城市居住。因此，要分析人们的消费行
为，我们不但要分析他们消费什么东西，而且
要分析他们在哪里消费，因为“地方”也成为
人们消费的对象。以住房消费为例。人们不仅
消费住房，而且消费住房所连带的各种舒适物
资源。优质的居住环境给居民带来无形的“心
理收入”。

地方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消费价值观，决定
了知识精英或专业技术人才的舒适物导向的择
地行为或移民倾向。一方面，他们的人力资本
拥有更高的市场价值，使得他们有能力选择到
高舒适物城市去就业。另一方面，知识精英和
专业技术人才对地方质量(舒适物系统)有更高
的要求，换言之，他们有更高的地方消费主义
倾向。一旦某个地方的舒适物系统难以满足他
们的要求，或者反舒适物过多，他们就会离开
这些地方。在此意义上，地方消费主义体现为
知识精英和专业技术人才对地方或城市实行
“用脚投票”。在这里，地方或城市作为一个
整体性消费品，接受人才“用脚投票”的检
验。

从人力资本的拥有者的角度看，人的择地
行动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人是理性人或经
济人，追求人力资本的经济效用的最大化；体
现在工作地的选择上，就是到物质回报最高的
地方去工作。另一方面，人又是感性人，在选
择工作地的时候，追求舒适和享受，即追求舒
适物。于是，人就在经济机会和舒适物之间进
行权衡。而最能体现经济机会和舒适物统一的
地方，往往是大型或中型城市，于是，拥有高
人力资本(或教育资本)的人才，往往喜欢到大
中型城市去工作和生活。大中型城市不但拥有
更多的消费舒适物，而且具有更大的宽容度和
多元性(社会舒适物)，从而更为创意人才所青
睐。

人才追逐“舒适物”，高新

技术产业又追逐人才，从而倒逼

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舒适物促进地方的
经济发展。随着交通设施的发展和交通运输成
本的下降，产业越来越倾向于定位于拥有更多
舒适物的地方，而不是靠近自然资源(煤矿、

铁矿等)的地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要
素中的人力资本或人力资源在生产中的作用提
升了。

既然人力资本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
之一，那么，产业的投资选址就越来越趋向于
靠近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充足的地方。于是，
资本或公司的选址，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
的选址。人才的择地偏好或地方偏好，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公司的选址偏好。越是高新技术产
业公司，就越是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往往就
越需要跟随技术人才的择地偏好进行公司的选
址。

既然高新技术人才对舒适物系统等级往往
具有更高的要求，或者说，他们的地方消费主
义更为显著，那么，公司，尤其是高新技术产
业公司，在选址的时候，不但要考虑投资环境
是否有利于利润的最大化，而且要考虑投资地
的舒适物的最大化，因为舒适物是吸引人才的
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而公司追逐舒适物，其实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追逐人才。在过去，是人才
追逐工作，哪里有工作，人才就去哪里；今
天，是工作追逐人才，哪里有人才，公司就到
哪里落户，并提供工作机会。这不但在西方是
如此，而且如今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追逐舒适物
而聚集到舒适物系统等级较高(高舒适物)的城
市，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房租和房价的上涨以
及生活成本的提升。在这种情况下，难于支付
高工资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因为各种生
产成本的提升而迁出城市。而那些具有更高劳
动生产率水平、从而能够支付相对较高工资水
平的公司或产业，才能在高舒适物城市生存下
去。这一过程导致高舒适物城市的产业结构的
变化：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排挤了投资回报率
低的产业。由于创意产业(包括高新技术产业)
属于投资回报率高的产业，因此，它在高舒适
物城市所占的比重就加大了。

如果高舒适物城市不能有效排挤那些低端
的、污染物排放量较大的产业，那么，往往会
导致反舒适物(环境污染、空气质量恶化等)的
增加。这种状况常常驱使高素质人才的迁出，
以及随之而来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外迁，或阻吓
外地高新技术产业公司的移入，从而导致当地
经济的衰落。而经济衰落导致本地就业机会的
减少和失业人口的增加，进而引发犯罪率的提
高，后者则进一步加剧了高端人才和高技术公
司的出走。

可见，舒适物和反舒适物分别从正、反两个
角度影响城市的产业结构。舒适物从正面促进
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反舒适物则不但影
响城市产业的升级，而且驱使已经进驻的高新
技术产业的迁出，或阻吓外地高新技术产业的
进入。

很显然，一个地方或城市的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并不仅仅遵循经济的逻辑，而且也遵循社
会-文化的逻辑。地方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劳
动者，尤其是高端人力资本的拥有者形成对特
定类型舒适物的偏好以及相应的移居行为。而
高端人力资本密集型公司则不得不追逐高端人
力的去向，哪里高端人力资源丰富，就到哪里落
户。而那些对高新技术产业有偏好的地方政府，
则不得不考虑高端人才对舒适物的偏好，并不
得不把保护和建设城市舒适物当作一个具有经
济产出的事业来做。经济、文化与权力于是在城
市舒适物这个问题上，将有可能达成某种一致。
这种一致，构成可持续发展与消费的内在机制。
其中，消费文化的演变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
用。

(作者系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把城市看作一个“消费品”
□ 王 宁

近日，中央纪律监察部网站公布了《中共国家
体育总局党组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通报中
提出了对赛事管理审批、运动员选拔等方面的整改
思路与措施，同时提出今后在全运会等全国综合性
运动会不公布金牌、奖牌榜，并将以严厉措施杜绝
运动员选择“寻租”等违法行为。

体育金牌被集体荣誉光环遮盖，被行政主导，
被经济侵染，使金牌丧失了它本应有的竞技内涵。
这是使金牌回归竞技本身的一大举措，但与此同
时，要凸显金牌对于竞技的价值，否则，金牌价值
会掩盖在另一种行政主义之下，即金牌与一般的牌
和一般的工作没有区别。

竞技是人类自我超越的一种本能和需要。当人
类面临自然挑战时，需要自我超越，竞争是看谁更
能应对自然挑战。中国古代，就有骑马、射箭、武
术、投掷等诸多竞技项目，骑马、射箭、投掷依然
存在于现代奥运项目中。西方也是如此，古罗马斗
兽场，展现的是人类超越自我与兽类争斗的场景。

竞技说到底是一种技能的比拼，集中于比拼的
项目上，体现人体的极限。真正的竞技给人带来的
震撼和超越之感。我做不到的，有人能做到，别人
能做到，我也要尽力做到。现代奥运体现的更快、
更高、更强，背后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在一个公平
的竞争平台上，竞技才充分体现其本身，金牌是对
最优胜者的奖励。

现代社会，竞技已深度体制化了，包括行政力
量的参与，公司广告、转播力量的参与。在我国，
集中表现为行政力量的参与，市场力量越来越卷入
其中。在西方集中表现为市场力量的参与。一到竞
赛，就可看到各类人员参梭其中，有组织者，有裁
判，有现代体育设备，有广告人员，有记者，有观
众，有转播车；运动员反而只是少部分。

体制化本身没有错，毕竟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
处于体制中，体制本身并不将竞技排除于人类需要
的范畴。运动员也离不开体制，离不开人群。关键
是体制不能将竞技异化，使金牌竞争脱离竞技本
身。

体制对金牌竞技的异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包
裹竞技，使竞技丧失竞争功能，体制内可以瓜分金
牌；还有一种是体制参与竞技，使竞技的纯粹性丧
失，竞技不再是人体极限的挑战，而是体制参与者
技术与金钱的挑战。竞技者双方背后都有体制力
量，有体育官员，有组委会，有裁判，有后勤保障
人员，有教练员，有赞助者，有转播者。只要任何
一种力量超出了竞技本身，竞技的公平性与纯洁性
就会受到污染。

现在社会，完全公平的竞争和纯粹人体极限的
挑战是没有的，里面有太多的金钱、技术、规则制
定参与其中。但并不因此，竞争所导向的公平、超
越就会消失。在体制深度参与竞技的社会环境中，
人们要做的是如何保证竞技的公平公正。

对中国来说，现代竞技是西方社会产物，由于
国家落后，竞技从一开始就带有整体超越的痕迹，
赋予它强烈的民族荣誉感。过去是集中于外部超
越，集中力量办大事，竞技本身还是存在的。随着
內部竞技兴起，竞技越来越脱离竞技本身，它被体
制的包裹，一方面，体制分配金牌归属，另一方
面，体制的不完善给各级体育组织、公司不规范参
与竞技提供了机会。

对内竞技的异化与过于追求对外的竞技荣誉分
不开，过于追求外部荣誉，对内表现为行政组织体
育。长期以来的行政主导，使得有关竞技的各方面
被扭曲，规则制定、裁判安排、运动员训练、后勤
保障等。加之，现代体育的金钱驱使，使得内部规
则越来越乱。贿赂裁判、规则偏斜、兴奋剂、小动
作等各种干扰不断，金牌竞争脱离了竞技本身。

这次体育总局的整改措施主要针对以前行政主
义所导致的金牌战略所带来的问题，但单单取消行
政赋予体育金牌的各种价值是不够的，行政还需从
干预体育的过程中脱离出来。如果没有后者，体育
金牌只是沦落为行政价值重新安排下的一个环节，
它本身的价值依然被行政所掩盖，或者沦落为新的
行政附庸，或者与一般的工作无异。

金牌回归竞技本身，不是不要金牌，也不是不
要金牌荣誉，而是要澄清金牌荣誉。对政府来说，
就是搭建一个平台，无论是全运会，还是奥运会，
让大家公平竞争。只有回到竞技本身，金牌竞争才
能给人带来愉悦和超越感。回到竞技本身，人们更
愿意回馈金牌获得者，反过来，竞争者更有获得金
牌的竞技动力。

当前急需去行政主导和规范竞争平台。一方
面，资源更集中，也更节省，不再是行政浪费———
名为投入体育资源较多，实际用于运动员训练和比
赛的经费少。去行政化还意味着将体育回归社会。
另一方面，要规范企业、转播对体育的介入，避免
金钱对竞技的不规范参与，从而使竞技越来越回归
內部专业比拼，而不是依靠兴奋剂或其它一些手段
来提高水平。

(作者单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近年来，为扭转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某
一时期内出生男婴与女婴的数量之比)失常，
不少地方提出了硬指标，表明此问题已经受到
决策者前所未有的重视。总体上说，目前我国
人口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势已被遏制，大致于
2008年-2009年在120(每100名女婴对应120名男
婴)顶峰上出现拐点，自此有所下降。但细察
形势，严峻依旧，且有多方面的忧患：2010年
普查，13个省继续上升，其中有原本不太高且
曾下降的省份;超过120的有13个省，占全国当
年出生总人口的60%。分孩次看，出生性别比
从第一胎到第三胎都有攀升，而以第一胎性别
比升幅巨大；分城乡看，城市第一胎出生性别
比上升趋向加剧；分地区或民族看，一些地方
的上升态势仍然强劲，向来没有问题的一些藏
族地区，也出现跳高。

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办公室2012年出版
的报告，“90后”至今，全球有3900万“消失
的女孩”，相当于20岁以下女性人口的7 . 6%。
中印二国之和占全球的95%；其中，中国“消
失的女孩”是2400万(60%)，印度为1300万。

如果以107这个公认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的
上限为基准，以1950年-2110年的时间跨度来
进行全球考察，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现象
在1985年-2055年间持续存在，可谓出现早、
峰值高、蔓延广。只有个别国家在个别情况下
超过我国。数据显示，印度2040年到2100年间
仍将在108的高点；韩国1990年达到116 . 5的最

高峰，2005年以后回归正常；90年代以后出现
性别比失衡的国家，如前社会主义阵营的阿尔
巴尼亚、格鲁吉亚、越南，都将在2020年左右
回归正常。

女孩的“消失”，是生育中男孩偏好造成的
当前后果。而其未来后果则将直接影响到众多
男性。受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堆积连累最大的，
是2000年后出生的男性们；即使2020年出生性别
比恢复到正常，2050年时，15%的中国男人和10%
的印度男人仍可能成为“光棍”。当然，最受到

“婚姻挤压”的，是生活在穷乡僻壤、经济社会条
件较差的男性，他们结婚最难，甚至失婚。

这将恶化妇女地位，如更加强调妇女的生
育功能，强迫婚姻和早婚、交换婚姻(如换亲)
和买卖婚姻(如高额彩礼)可能继续抬头——— 这
些在今天的眼光中，都是对妇女的暴力。这也
为性攻击、贩运妇女（包括跨国拐卖）、以及
强迫卖淫等犯罪(特别是有组织犯罪)提供温
床。

出生性别比失衡不仅会加剧区域、阶层和
性别的不平等，还会有一些始料未及的其他经
济后果，如较高的储蓄率。

人口出生性别比畸高是近在眼前的熊熊野
火，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
定、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行为)、关爱
女孩、对计划生育家庭的各种救助补助奖励扶
助、修改村规民约试点等都是用来扑灭这火势
的近水，尤其是打击“两非”更是被当作主要
的高压水龙头。为什么这些近水都不奏效？
“要男孩”的生育选择之火，为何蔓延，并被
上升为“人口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
安全”问题？

我国规定“男女平等”，人们常常认为当
今很多方面妇女地位已经颇高。但生育上出现

的愈演愈烈的男孩偏好，却让人看到，已经无
法简单归咎于“传统观念”，或者习惯性地怪
罪非要男婴的婆婆和母亲。因为在很多情况
下，怀胎的妇女并不能为自己的生育做主，而
且是经济更为发达、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地方，
率先并持续出现性别失衡。可见，真正的根源
在于“男优女劣”的现实，让人们做出了如此
的“理性选择”，如：很少数人愿意让孩子随
母亲姓；少有女性跻身最高决策层，四分之三
的企事业单位负责人都是男性；虽然农村劳动
力早已经是妇女居多，但村长、村支书中女性
只占1/5，最高的个别地方也不过20%，农业机
具仍然是按照中等身材的男性为标准设计，不
便妇女操作使用；三分之二的男性名下有房
产，是女性数字的二倍，而家务的70%由女性
承担，且多年来已经没有政策和措施鼓励男性
分担家务；城乡就业女性的收入和男性差距越
来越大、目前分别只相当于男性的 6 7 %和
76%；高考女生成绩越来越好，但是2014年110
多所顶尖大学中仍有60%的在录取女生时采取
了对其不利的区别、限制和排斥；1/4的已婚
妇女遭受过配偶暴力，每天大约有90名妇女被
强暴，高比例男性认为作为男人就可以对妇女
施暴……家庭、市场、社会、国家，这四大方
面的制度和规则都有意无意地重男轻女，从宏
观到微观，全方位的男人偏好，如何不认可和
强化老百姓的男孩偏好？

可见，一切仅仅针对出生性别比的措施的
近水，并不救近火，反而和近火有着相似或相
反相成的逻辑。人口出生性别比畸高的问题，
好比一株毒树，男孩偏好是其主干，并有诸多
重男轻女的观念和现实因素作为其交错延伸的
庞大根系，性别不平等是其生生不息的营养
源，既有父权制作为助其根深干壮的肥田厚

土，也有就业、社会保障、参政等各方面的性
别歧视充当使其枝繁叶茂的甘霖，各项认可和
延续男主女从的成文和不成文的、正规和非正
规的准则和制度则让其能充分进行光合作用，
其恶果与其说是对男性的婚姻挤压，更是对妇
女的重重威胁，已经并还将在未来几十年贻害
我国和周边国家。

只有从性别平等的视角来反思和变革政策
思路，超越目前扬汤止沸的、碎片化的取近水
救近火措施，加以消除性别歧视、促进性别平
等的全面综合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才能走
出人口出生性别比以及其他计划生育面临的困
境。

这需要至少从如下方面入手：搜集数据、
加强研究；从统计和个案、区域和全国，民族
/文化和国际比较等方面，了解症状和人们的
应对策略，根据实际情况分配资金和人力资
源。寻找更多有效遏制生育的性别偏好的伙伴
和方法；支持更多的机构，包括社会组织开展
活动，并探索罚办和法办之外的其他方法，如
修订村规民约，扭转传统做法，真正进行综合
治理。改变基于以男性为本位的传统计生政策
路思路、单一家庭概念和排斥性的家庭支持政
策，超越对家庭的单一想像，正视大量的多元
家庭，如单人(包括不婚、离婚或丧偶后未再
婚)无子女、单亲(失婚或未婚)、没有法定婚姻
关系的异性或同性家庭的存在。对男孩偏好进
行釜底抽薪；在教育、就业、养老、公共参与
等方面，反思和确立有机的、贯穿家庭-社会
-市场-国家四大机制的整体性的可操作的性
别平等法律政策和措施；决策及政策评估要有
民间(如妇女团体、性少数团体)的参与，以避
免政策的盲视造成的缺失和偏颇。

(作者系汕头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客座教授)

让金牌回归

竞技本身
□ 邓线平

单单取消行政赋予体育金牌的各种价值

是不够的，行政还需从干预体育的过程中脱

离出来。

如何应对剩男问题
□ 冯 媛

女孩的“消失”，是生育中男孩偏

好造成的后果；男孩偏好的根源则是

“男优女劣”的现实。


	10-PDF 版面

